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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战争传统与战争观念比较研究
陈　 颖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摘要:从人的自然本性、生存环境、社会政治、经济资源、宗教信仰等多重因素中探寻中西战争传统

与战争观念的异同。 可以发现,基于人的自然本性,即男性荷尔蒙的驱动,中国远古神话和古希腊战争

神话都不约而同赞颂生命、勇气和力量之美;从人的生存环境看,从黄河流域繁衍发展的华夏先民自古

安于农耕生活,求稳求安而不好战,造就了以防御性为基础的军事传统,而草原的广袤、森林的阴鸷和海

洋的辽阔造就了欧洲很多民族崇尚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赋予其向外扩张的强烈欲望;从政治上看,华

夏先民在民族融合的战争中是以汉民族早熟的政治制度和先进的文化同化周边的少数民族,而不主动

发动侵犯异族的战争,而欧洲的政治版图则变化剧烈,其三千多年的战争历史既是一个弱肉强食、强国

争霸的历史,又是一个文化融合、推动文明发展的历史;从宗教信仰看,历代中国都是封建帝王专制的大

一统社会,政教分离,宗教无法干预政治,因此,中国历史上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宗教战争,而欧洲的宗

教力量十分强大,甚至可以通过国家的力量发动战争,由罗马天主教发动的历时二百年的十字军的九次

东征就凸显了宗教对于欧洲政治的巨大影响;在战争哲学观上,中国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战争观,对战

争取审慎态度,注重战争道德伦理,师出有名,战之有道,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为战争的最高境界。 西方

战争思想比较博杂,早期的基督教战争思想倾向于“慎战”,中世纪后期好战思想逐渐抬头,18、19 世纪

主张以战争解决国家纷争的思想占了上风,直至 20 世纪下半叶,反战思想才逐渐有了市场。 中西战争

观的差异在战争审美观上反映为崇德和崇力两条不同发展路径,并深刻影响了中西战争文学创作。 以

德为先,讲求信义,注重人伦,铸就了中国战争文学崇尚道德英雄的审美特性,而不受伦理道德制约的尚

武精神不断强化西方战争文学的非理性,直至第一、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造成人类巨大灾难,战后西方开

始超越功利层面反思战争,掀起了人道主义反战文学的创作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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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西战争传统之溯源

(一)人的自然本性与战争

所谓人的自然本性,是指人作为灵长类动物出于生存和繁衍的本能而具有攻击方面的行为,只是

这种攻击行为的强弱显隐与性别有关。 学者赵鑫珊、李毅强从生物学的角度研究发现,在生物界雄性

动物勇猛好斗是普遍现象,是因为体内的“雄性激素”(荷尔蒙)作用的结果,“男性荷尔蒙既使男人有

性冲动和生殖功能,又使他勇敢好斗” [1] 。 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人类历史上主宰战争、格杀于战场的

多是男性。 人类早期的蒙昧时代,人类彼此之间的暴力行为、人类与野兽之间的格杀拼搏更多是受自

然本性的驱使,随着文明时代的开启,人类的暴力从个体行为逐渐演化为群体行为,于是战争降临。
“战争是人类共同体之间围绕以生存为核心的各种具体利益,有目的、有组织、动员一切共同体社会内

外资源,以暴力方式坚持自己的意志,并将这种意志强加于冲突对方的行为,因此可以说,战争是人类

暴力行为的最高表现形式” [2]2。 作为人类自然本性的一种显在力量,中西战争传统具有同源性。 中国

远古神话和古希腊战争神话都不约而同赞颂生命、勇气和力量之美,盘古开天辟地、夸父追日、后羿射

日和古希腊荷马史诗中健硕、凶残、嗜血的战神阿瑞斯,力大无比的希腊联军优秀将领阿基琉斯,特洛

伊统帅赫克托耳等都无不充分显示了男性荷尔蒙的雄风。
(二)人的生存环境与战争

人类的自然本性虽然一样,但自然界赋予人类的生存环境却大不一样,这直接影响了人类之间的

关系,是导致人类群体发生冲突的根源之一,中西战争传统的分野于是从兹开始。 让我们分别检视一

下中国和西方部分国家的地理环境,进而探寻中西战争文化的源头。
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华夏民族是从黄河流域繁衍发展的。 发源于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脉的黄河是

世界第五大河、中国第二大河,其流经地域既有山脉、丘陵,也有纵横的河谷平川,十分适宜农业耕种。
生活于黄河流域的华夏先民自古安于日出而作日没而息的农耕生活,世代定居一隅,不善迁徙,不为流

民,由此铸就了汉民族安稳、内敛、平和、保守的民族性格。 但是,黄河又是一条经常发生水患的大河,
特别是其中下游流域曾因洪水多次改道,祸患无穷。 因此治理洪害就成为先民战胜自然保卫家园的头

等大事之一,但治理洪灾需要群体的力量,在滔滔的洪水面前,个人、家庭、小团体的力量都显得微不足

道,只有将人们组织起来分工协助才能与大自然的灾害力量相抗衡,于是,“严密的组织原则、金字塔结

构原则、统一的原则、服从的原则和权威的原则” [2]84 成为中华文明雏形的几条基本线索。 “治理洪水

和战争有着惊人的相似,主要的区别在于对手不同,一个是自然现象,一个是自己的同类……这一巧合

赋予华夏民族自古以来善战却不好战的历史特征,也造就了以防御性为基础的军事传统” [2]87。
与黄河流域的华夏农耕民族绝不相同,广袤的草原、凶险的森林、无边的大海赋予欧洲陆地和海洋

不同民族不同的生活习性和民族性格。 草原的游牧民族剽悍、迁延不居,总是勇猛精进;常年与阴鸷神

秘的森林为伍的狩猎民族嗜血、残忍,崇尚弱肉强食的森林法则;航海民族喜好探险和扩张,对浩瀚大

海外的世界和财富充满想象。 且以古希腊民族和日尔曼民族为例。 古希腊半岛上曾先后经历过亚该

亚人、多利亚人、波斯帝国的入侵统治,为了抵御入侵,半岛古希腊人自古崇尚暴力,为摆脱被奴役的地

位不懈追求自由。 又由于岛域地理环境的局促窘迫,古希腊民族又有强烈的向外扩张征服的欲望,荷
马史诗《伊利亚特》所描述的就是一次征服性质的战争。 “培罗斯刻文”记载:希腊半岛上的亚该亚人

远征小亚细亚克里特人的特洛伊战争,大约发生在公元前 1194 年至公元前 1184 年之间,历代诗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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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次征服性战争倍加颂扬,并将之神化,逐渐演绎成一部战争史诗,世代传颂。 来自森林的日尔曼民

族具有典型的猎人性格。 与草原的敞亮辽阔和大海的浩瀚深沉不一样,原始森林中潜藏着无数的猛禽

巨兽,许多猛兽是人类的体能难以匹敌的,人类要战胜它们只有凭借高度的智慧、坚强的意志和无畏的

勇气。 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原始森林中走出的日尔曼民族具有高超的猎兽本领,在与凶禽猛兽的

长期周旋中练就了魁梧的身材、敏捷的四肢和足智多谋的大脑,又由于围猎野兽需要群体的配合、协调

的行动,于是形成了严密的组织性、纪律性和服从性。 日尔曼民族“纯种亚利安人”的种族优越感就来

自森林。 相较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夫、满腹经纶却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和守着金钱财富的商贾,当
野兽袭来时必定只有猎人迎头而上,在与群兽的长期搏斗中,日尔曼人成为“森林之王”。 可以想象,
“一个由猎人组成的民族面对农民、商人或书生组成的民族时,又怎么不会油然生发出一种优越感呢?
只是这种猎人的优越感起初是对动物的,以后在其他因素刺激下,逐渐发展成对其他人种了” [2]76。 希

特勒的纳粹德国残酷屠杀犹太人便是日尔曼人种族优越感的极端肆虐。
(三)政治———文明社会的战争本质

无论是男性荷尔蒙赋予人类的自然本性,还是大自然的生存环境造就人类或安稳或精进或暴虐的

不同习性,人类历史上的战争萌发于自然本性冲动和环境逼迫的毕竟是少数,更多的是受政治经济利

益的驱动。 18 世纪普鲁士著名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名言“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

续” [3]30 是对古今战争性质的精辟概括,又说:“社会共同体(整个民族)的战争,特别是文明民族的战

争,总是在某种政治形势下产生的,而且只能是某种政治动机引起的。 因此,战争是一种政治行

为。” [3]29 所谓政治是人类进化到文明社会后的产物,文明社会的战争是暴力的政治,不管是内争还是

外斗,只是中西社会政治观念、国家发展历史的巨大不同,形成了迥然有异的战争传统。
1. 中国的战争传统

中国是一个政治早熟、拥有历史悠久的稳定疆域的国家,“汉族的前身华夏族,至迟在春秋时期

(前 722—前 481 年)已经成为中国的主干民族,秦汉以后汉族作为中国的主干民族一直持续到今天。
即使在其他民族成为全国性的统治者时,这种状况也没有改变。 世袭的君主制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夏

朝,商朝(约公元前 17 世纪—前 11 世纪)的制度更已得到考古发现的证实。 自从秦始皇确定皇帝的称

号直到清朝的末代皇帝,沿用了二千一百年” [4]5。 大约距今 7
 

000 年左右,中华民族开始了民族融合的

文明进程。 传说中的黄帝族和炎帝族是生活在黄河流域的华夏族团,他们与生活在南方长江流域的伏

羲族和女娲族等苗蛮族团之间屡次发生战争,最后,华夏族团战胜了苗蛮族团,后者部分向南方山区迁

徙,部分被前者同化融合。 除了北方的华夏族团和南方的苗蛮族团外,东方还有一个影响很大的族团,
这就是东夷族团,这个族团善用弓箭,他们居住在山东泰山周围,羿是他们的杰出代表。 华夏、苗蛮、东
夷三大族团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的主体。 三大族团内部、大族团与周边其他小族团之间不断发生战

争,中华民族就在战争中不断融合发展壮大。
中国远古神话传说中最著名的氏族战争是黄帝战蚩尤。 被誉为“兵主”的蚩尤是与黄帝、炎帝齐

名的中国远古战争英雄。 关于蚩尤的身份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蚩尤原是炎帝的重臣,后发动叛乱,应
炎帝请求,黄帝出兵帮助炎帝打败了蚩尤,平定了叛乱;另一种说法蚩尤是黄帝的儿子,是近期清华大

学根据战国竹简《五纪》中记载“黄帝有子曰蚩尤”得出的结论[5] 。 无论是炎帝的叛臣,还是黄帝的儿

子,总归蚩尤被后世视为犯上作乱的叛逆之神,黄帝战蚩尤是平叛战争,是典型的胜则王,败则寇。 这

一战争的千古政治定律在远古中国就开始初露端倪。 黄帝与蚩尤的战争实质是华夏民族内部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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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其政治道义是后人的附加。
经过漫长岁月的氏族战争,汉族的前身华夏族大体稳定占据了黄河中下游地区。 距今约 4

 

300
年,传说中的夏朝建立。 又过了 500 年左右,始有文献记载的商朝出现。 武王伐纣建立周朝发生在公

元前约 11 世纪。 公元前 770 年至前 256 年,经过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的激烈争战兼并,到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灭六国,统一的中国封建王朝终于建立,“秦朝拥有了北起河套、阴山山脉和辽河下游流

域,南至今越南东北和广东大陆,西起陇山、川西高原和云贵高原,东至于海的辽阔疆域” [4]44。 此后二

千多年,中国封建王朝虽历经朝代变更、江山易姓,但汉民族在人口数量上、在文化传承上始终居于中

国的主体地位。 相对于周边的少数民族,汉民族由于政治上的成熟、行政制度上的完善、文化思想上的

先进、农耕文明的发达,奠立了其在东亚区域的核心地位。 但是,也因为农耕经济文化思想的求稳求安

心态,使得汉民族整体上缺乏向外扩张的野心,在军事上基本处于守势,而北方的游牧民族则不断南下

入侵中原,使得汉民族统治者总在经年累月疲于应对外族入侵,加上内部的争权夺利,常常导致国家四

分五裂,乃至于政权彻底沦丧。 “中国的农业区即历代中原王朝的疆域对外界的需求很少,在人口没有

相对饱和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只要游牧民族不侵略骚扰,就不会主动打破这一平衡的态势,满足于封

闭圈之中” [4]141。 相反,由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后建立的元朝和清朝则呈现向外扩张态势,由蒙古族统治

的元帝国疆域扩张到了中亚、西亚乃至欧洲;到满清王朝的鼎盛时期,“中国终于形成了一个北起萨彦

岭、额尔古纳河、外兴安岭,南至南海诸岛,西起巴尔喀什湖、帕米尔高原,东至库页岛,拥有一千多万平

方公里国土的空前统一的国家” [4]76。
2. 欧洲的战争传统

与中华文明发展的稳定性、包容性略有不同,欧洲文明的发展具有流变性、交融性的鲜明特征,是
与欧洲大陆三千多年来的战争传统分不开的。

欧洲文明的发源地在古希腊,因此古希腊最著名的战争特洛伊战争便成为欧洲战争史的源头。 公

元前 12 世纪末,当时北方的多利亚人入侵希腊,希腊人决定向黑海方向迁移去建立新的国家,然而要

到达黑海就必须经过达达尼尔海峡、马尔马拉海和博斯布鲁斯海峡,而特洛伊正处在达达尼尔海峡要

塞,因此要占领这条交通要道就必须首先攻占特洛伊。 特洛伊战争历时 10 年,最后以希腊人的胜利结

束。 此后大批希腊人通过这条交通要道进入黑海地区,建立起了诸多城邦国家。 到了公元前 6 世纪

末,黑海和地中海周围几乎被希腊的城邦覆盖,向东到达小亚细亚地区,向北延伸到黑海沿岸,向南到

达北非、利比亚一带,向西到达意大利南部、西西里、科西嘉岛,并最终触及法国南岸和西班牙东海岸。
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以人神混杂、战争与爱情相交融的浪漫神话故事艺术呈现了特洛伊战争的全过

程,使这一战争故事流播全世界,家喻户晓,《伊利亚特》因此成为欧洲文学的源头。 这场战争中著名

的“木马屠城”故事更成为世界战争史上以智取胜的最早案例。
数百个大大小小的希腊城邦国的存在,终于招来东边强大的波斯帝国的觊觎,公元前 492 年到前

449 年,波斯帝国先后三次远征希腊,希腊城邦在雅典人和斯巴达人的带领下组成同盟共同抗御波斯

军队。 公元前 490 年夏天,波斯军队第二次远征希腊,两万多波斯大军在距雅典城东北约 40 公里的马

拉松平原登陆,雅典人派了一名叫斐力庇第斯的长跑能手向斯巴达等城邦求援,斐力庇第斯在 48 小时

跑了 240 公里。 当雅典人取得马拉松战役的胜利后,为了让城内的人们尽快获得胜利的喜讯,斐力庇

第斯又接受了以最快的速度传递捷报的任务。 刚刚从斯巴达送信回来的斐力庇第斯体力不支,当他一

口气跑了 40 多公里到达雅典中央广场时已经筋疲力尽,只说了一句“我们胜利了!”便倒地而亡[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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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为了纪念马拉松战役和斐力庇第斯,每年举行同样距离的长跑竞赛,并定名为马拉松长跑。 这便

是今天马拉松赛的由来。
希波战争是世界上第一次跨欧亚两洲的国际性战争,是人类历史文化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融合,

其影响远远超出波斯、希腊的范围。 它大大加强了东西方文化交流,促进东西方文化发展,促进科学、
艺术的进步,打破东西方几乎完全隔绝的局面,从而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 这是希波战争最重要的

影响。 希腊在希波战争中获胜,使得西方世界的历史中心由两河流域向地中海地区推移,希腊文明得

以保存并发扬光大,成为日后西方文明的基础。
长达 27 年的伯罗奔尼撒内战使希腊城邦各国元气大伤,北方邻国马其顿乘虚而入,于公元前 338

年大败希腊联军于喀罗尼亚城下,取得了在希腊的霸主地位。 在马其顿征服希腊、东征波斯的同时,位
于地中海西部的罗马人开始悄然崛起,在先后打败了北意的伊达拉里亚人、中意的萨莫奈人后,罗马人

统治了整个意大利中部,为后来的扩张打下了基础。 为争夺西地中海的霸权,罗马人又与隔海而望的

迦太基人爆发了一场长达 118 年的战争。 公元前 146 年,迦太基城陷落,罗马人最强大的对手被彻底

消灭。 与此同时,罗马人又通过发动三次马其顿战争(公元前 215 年—前 168 年)和叙利亚战争(公元

前 192 年—前 188 年),先后征服了马其顿王国及其统辖下的希腊,兼并了小亚细亚等地区,建立起横

跨欧亚非的强大帝国,欧洲历史进入了古罗马时代。
罗马人虽然在军事上征服了希腊,但在文化上却被希腊人征服。 罗马人进入希腊城邦后完全被希

腊古老先进的文化迷倒,自愿接受希腊文化。 欧洲从此形成了以古希腊、罗马文化为核心的西方古代

文化,成为后来西方一切文化的渊源和基础。
罗马帝国东征西伐达 500 年之久,在欧洲、亚洲、非洲发动了无数次战争,其内部也经历了残酷的

内斗,其中罗马共和国时期爆发的斯巴达克奴隶起义加剧了罗马奴隶制的危机,促使罗马政权由共和

制向帝制过渡。 公元 359 年,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东罗马定都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西
罗马定都罗马。 公元 476 年,日耳曼人消灭了西罗马帝国,东罗马(拜占庭)帝国依然存在,虽然领土在

不断缩小,但还是存续了将近一千年,直至 1453 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入侵,君士坦丁堡陷落,东罗马

帝国才最后灭亡。
欧洲大地上每一个大帝国的灭亡,就会伴随着一次文化的大迁徙,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使东罗马帝

国的许多著名学者和拜占庭收藏的众多希腊、罗马的古籍流散到资本主义经济开始萌芽的欧洲各地,
从而促进了欧洲文化的大发展,迎来了“文艺复兴”时代。

奥斯曼帝国攻陷君士坦丁堡后,又先后占领了贝尔格莱德、布达、维也纳,夺取了地中海东岸和红

海要道,庞大的奥斯曼帝国领土跨越欧亚非三大洲,称雄三百年。 16 至 18 世纪奥斯曼帝国还与伊朗为

争夺控制欧亚两洲之间重要战略和贸易通道进行了长达三百多年的土伊战争,最后两败俱伤,为西欧

资本主义强国占领近中东创造了条件。
以东西罗马帝国先后灭亡为标志的中世纪约一千年,西欧大地上先后有西哥特王国、法兰克王国、

东哥特王国、汪达尔王国、勃艮第王国、苏维汇王国、伦巴德王国、盎格鲁撒克逊等国建立。 王国之间战

争不断,其中盎格鲁撒克逊、法兰克王国存在的时间比较长。 法兰克王国鼎盛时征服的国土范围到今

法国、德国、荷兰、瑞士、北意大利、波希米亚、奥地利西部、伊比利亚半岛东北角的领土。 843 年,法兰克

王国国王路易一世去世,王国分为了三部分:中法兰克王国、东法兰克王国、西法兰克王国,分别由其三

个儿子领有。 911 年,东法兰克王国向德意志王国转变。 962 年,德意志国王奥托一世在罗马由教皇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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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十二世加冕称帝,称为“罗马皇帝”,德意志王国便称为“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直至 1806 年被

拿破仑一世推翻。 神圣罗马帝国极盛时期疆域包括近代的德意志、奥地利、意大利北部和中部、捷克、
斯洛伐克、法国东部、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瑞士。

1337 年至 1453 年,英格兰王国和法兰西王国之间,为了争夺法兰西的统治权爆发百年战争,法兰

西王国获胜,实现了法兰西民族的统一,为日后在欧洲大陆扩张打下了基础。 1789 年法国爆发资产阶

级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1792 年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建立。 1799 年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结束了督

政府的统治,建立执政府,自任执政。 法国大革命结束,开始拿破仑时代。 1804 年 12 月拿破仑自任法

兰西第一帝国皇帝,1813 年 10 月拿破仑兵败莱比锡,1814 年 4 月拿破仑退位,波旁王朝第一次复辟。
1815 年 3 月拿破仑的第一帝国复辟,6 月 18 日拿破仑兵败滑铁卢,1821 年拿破仑病逝。 此后法国经历

了专制与共和的多次反复,今天的法国是法兰西第五共和国。
1815 年拿破仑的法兰西第一帝国被欧洲各国组成的第七反法联盟击败后,欧洲进入了大英帝国

主导的时代。 1914 年英国参与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1921 年,根据巴黎和会英国夺取德国的前殖民地,
领土面积达到 3

 

400 万平方公里,覆盖了世界陆地的四分之一,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庞大的国家,领土遍

布包括南极洲在内的七大洲、四大洋,在大英帝国的领土上永远有太阳照射之地,所以有“日不落帝

国”之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属各殖民地纷纷独立,摆脱英殖民统治。 现今的英联邦是一个松散的

国家联盟,“日不落帝国”之日终于衰落。
  

在大英“日不落帝国”之前,欧洲第一个“日不落帝国”实际上是西班牙。 大约从 16 世纪中叶起,
西班牙和葡萄牙率先开始欧洲环球探险和海外殖民扩张,在各大海洋开拓贸易路线,从西班牙横跨大

西洋到美洲,从墨西哥横跨太平洋,经菲律宾到东亚。 西班牙征服者摧毁了阿兹特克帝国、印加帝国和

玛雅文明,并对美洲大片领土宣称主权。 到 18 世纪初,随着法、英、荷等殖民帝国的崛起,西班牙殖民

帝国走向衰落。
欧洲三千多年的战争历史既是一个弱肉强食、强国争霸的历史,又是一个文化融合、推动文明发展

的历史。 从古希腊的特洛伊战争开始,欧洲土地上先后经历了波斯帝国的入侵,马其顿王国、罗马帝国

的先后崛起,奥斯曼帝国的入侵,罗马帝国的分裂,神圣罗马帝国的辉煌,西班牙帝国、大英帝国的大肆

海外扩张盛极一时,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法西斯德国、意大利的覆灭,欧洲的和平时光迄今才历七十多

年。 遗憾的是,这七十多年的时光里其实也并不和平,小规模战争时有发生。 2022 年伊始,俄乌战争

爆发震惊全世界,战争的灾难再次降临欧洲大地。 毫无疑问,这场战争将深刻改变欧洲和世界的政治

经济格局,其影响之深广甚至决定着人类未来的走向。
(四)宗教信仰与战争

人类因宗教信仰的不同而爆发的战争较之政治、经济因素而发生的战争更难分难解。 在宗教战争

上,中西有着很大的不同。 中国历史上极少爆发宗教战争。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与中国本土的儒教、
道教之间相互包容性大于冲突性,加上历代中国都是封建帝王专制的大一统社会,政教分离,宗教无法

干预政治,因此,中国历史上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宗教战争。 欧洲的情况则截然不同,宗教的力量十分

强大,甚至可以通过国家的力量发动战争,1096 年至 1291 年的十字军东征就是由罗马天主教教皇乌尔

班二世最初发动的、持续近 200 年的大规模宗教性军事行动。 这场战争源于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矛盾

的积蓄。 穆斯林在 636 年于约旦击败了拜占庭军队,638 年占领了圣地耶路撒冷,这块原属于罗马天主

教的圣地落入伊斯兰教手中,使得欧洲的基督徒们耿耿于怀,加上阿拉伯人对欧洲人的残酷统治,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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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宗教矛盾,于是罗马天主教以收复圣地耶路撒冷的名义进行了九次东征。 那些参加东征的基督徒身

上缀有红十字标记,故称十字军。 在 200 年漫长的九次东征中,基督徒和穆斯林各有输赢,但基督徒输

多赢少。 700 多年后的今天,圣城耶路撒冷依然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激烈交锋的热点地区,可见宗教

战争对于世界和平的影响是多么深远。

二、中西战争观念的差异

(一)战争哲学观

所谓战争哲学观,是人们对于战争现象的形而上的思考。 中西战争历史发展不同,对于战争的思

考也大相径庭。
众所周知,主导中国思想文化意识的主流思想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的创始者是孔子,经由孟子发

扬光大。 孔孟学说实际上是一种维护封建伦理纲常的政治学说,其核心内容,如孔子的“礼制”和孟子

的“仁政”在现实政治层面上亦可视为儒家的战争哲学观。 因为这一思想的出笼正是在“礼崩乐坏”的
春秋战国的战争动乱时代,其中的不少言论就是针对当时的政治、战争事件而发的。 春秋战国时期,诸
侯各国争雄争霸,相互兼并,战祸连年,或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似师出有名,实为大吃小,强并弱。
孟子感慨“春秋无义战”“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孟子·尽心篇下》)。 因此,先秦诸子对战

争的态度是一致的,都主张“慎战”。 孔子说:“子之所慎:斋、战、疾。”(《论语·述而》)老子说:“虽有

甲兵,无所陈之。”(《老子·第八十一章》)孙子说:“兵者,国之大事也。 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

察。”(《孙子·始计第一》)诸子虽然都主张对战争取审慎的态度,但他们并不一概反对战争。 孔子认

为战争是否合乎“礼”至关重要,他把“礼”作为衡量战争的最高标准。 他对武王伐纣的态度就鲜明地

反映了其“礼战”思想: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论语·八佾》
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论语·季氏》
周武王对殷商纣王发动战争是以臣伐君,故孔子认为是不合乎礼制的“无道”行为,应予谴责,自

然,歌颂周灭商武功的《武》在孔子眼里也就“未尽善”了。 相反,如果是君主对臣子发动战争则是“有
道”的合乎礼制之举。 孔子担任鲁国司寇时就曾对违反礼制的郈、费、成三邑发动了一场战争。 因为按

照周礼,天子、诸侯、大夫的城邑建造都有各自的规格,下不逾上,而郈、费、成三邑都超过了“百雉”,且
私自拥有军队,孔子对此类“非礼”“胁君”行为便坚决用武力加以解决。 孔子把战争视为维护周礼的

工具,固然是出于捍卫奴隶制的政治目的,但以礼制战客观上也给战争这一“自然野性之物”套上了人

类理性的缰绳,使战争暴力有了最初的社会性规范,有利于社会的文明进步。 但孔子这一带有鲜明君

本位特点的战争观也被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利用,成为镇压人民起义的圣典。 每当下层民众起来反抗暴

政时,就被上层统治阶级斥为“犯上作乱”“大逆不道”,必予剿灭。 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与欣赏也深受这

一思想的影响,如《水浒传》就被历代封建统治者视为宣扬“犯上作乱”“大逆不道”的作品而屡遭封杀。
与孔子君本位的战争观相对立,孟子建立了一套民本位的战争哲学观。 儒家的最高道德原则

“仁”在孔子和孟子那里有不同的归宿,孔子主张“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把维护周礼视为

仁的至高境界。 孟子则主张行仁政,反对纯粹以功利为目的的战争,对“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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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杀人盈城”的战争深恶痛绝。 但孟子与孔子一样并不是一个非暴力主义者,对于合乎“仁政王道”
之道德准则的战争,孟子给予了道义上的明确支持。 如对武王伐纣,孟子的态度就和孔子截然不同,他
不但不认为周武王是“以臣弑君”,而且赞扬武王“以至仁伐至不仁”的正义行为,“贼仁者谓之贼,贼义

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 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上》),并且认为“桀纣之

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孟子·离娄上》)。 显然,孟子以民心得失为取向的战争

观符合汉民族农耕社会最广大民众的愿望,成为几千年来中国古代民众推翻暴君、反抗暴政的思想武

器,同时也为中国封建社会改朝换代提供了伦理道德依据。 总之,儒家内部两种对立的战争观在中国

古代漫长的战争史上各为所用,此消彼长。 我们在中国古代战争小说中可以形象地看到这两种战争观

怎样让世人惊心动魄地上演了一场又一场战争悲喜剧。
如同中国古代的战争哲学观主要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一样,西方早期战争哲学观受基督教教义的影

响比较明显。 西方中世纪基督教教义之战争哲学思想的代表人物圣奥古斯丁(354—430 年),在其所

著《上帝之城》中对战争也是取既审慎又不反对的态度,他说“战争多是残酷的,是对善良无辜者的毁

坏暴力,是充满罪恶欲望的产物”(《论神之域》),但又说“特别要注意的是人们发动战争的原因,及其

是否有权威如此做。 如果是为了自然秩序,即为了追求人类的和平,一个君主只要认为是恰当的,就有

权发动战争” [7]414。 为此,他提出了合乎正义战争的两种评判标准:一是防御性战争,即为了抵抗外敌

侵略而使用武力;二是对一个已经腐败堕落失去民心的国家发动进攻性战争。 显而易见,第一种战争

是反侵略战争,合乎正义原则,并无疑义;而第二种战争则界限不甚清晰,由于各个国家民族历史、文
化、价值观各异,所谓失民心、不公平,其间的是非曲直很难有统一的判断标准,这就给一些别有用心的

国家发动侵略战争提供了借口。
14—16 世纪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是文艺复兴的发源地。 意大利人马奇维尼(1463—1526

年)著《君王论》,一反中世纪的传统思想,提出“但论目的,不择手段”为评判战争的唯一标准,即只要

能达到战争胜利的目的,可以使用任何手段。 他在《佛罗伦斯历史》中说:“若人们不互相砍杀,城市不

遭受焚掠,领土不夷为废墟,那就不能称为是战争了。”在《讨论集》中又说:“假使所作的决定是国家安

危所系者,那就不必考虑到是否合于正义、人道和荣誉了。”“为胜利者带来荣誉的即为胜利本身,并不

是怎样获得胜利的方法。”因此,作为国家元首,君王“除了战争和它的组织与纪律之外,一个君王就不

应再有其他的目标,也不应该再研究其他的任何东西” [7]417。 君王的战争责任被置于至高无上的位置。
16 世纪西班牙著名神学家兼哲学家苏亚雷(1548—1617 年)提出公道战争论,即认为战争并不都

是罪恶的,世界上存在公道的战争,他提出了公道战争的四方面标准:一是公道战争必须由合法的权威

来发动;二是发动战争的理由必须是真正公道的;三是战争的手段要公道;四是战争得胜的公道方君王

有权对战败方提出战争赔偿的要求,并可以用死刑来惩罚敌方。 这一公道战争理论对后世的战争影响

很大,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战败国的战争索赔和对战犯的极刑判处,即是对此理论的

实践。
中世纪与近代之交的荷兰著名思想家革洛底乌斯(1583—1645 年)著《战争与和平法》从法律角度

看待和评判战争。 他认为这个世界最普遍有效的法则是自然法,是万物都要遵守的。 追求自己的利益

是人与动物的本性,但人是万物之灵,人组成的社会必须靠法律来维持社会秩序,因此不该发生战争,
如果发生战争也应该遵照法律进行,他说:“除了增进人的权益外,不该发生战争。 即使有战争,也必须

在遵守法律和对神的良好信仰中进行。” [7]421

002



陈　 颖　 中西战争传统与战争观念比较研究

18 世纪英国著名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1722—1790 年)的《国富论》是政治经济学的开山之作,
其中谈到了军队武力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人民大众的尚武精神和一支纪律良好的常备军是

一个国家赖以安全的基础。 他把战争视为一门艺术,而且是“一切艺术中的最高贵者”,主张军人专业

化,并且认为军人作为专业人才比其他专业人才更值得尊重,因为医生、工程师、学者等专业人才,他们

的专业知识更多是为个人利益,只有军人,其专业是为了保卫国家,是使国家获益,因此政府要高度重

视军事训练。 亚当斯密极大提高了军人的社会地位。
黑格尔(1770—1831 年)作为 19 世纪德国最有影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也可以说是一个战争的鼓

吹者。 他认为不时发生战争是一件好事情,和平是僵化,国与国的争端只能由战争来解决,因为国家彼

此之间处于自然状态,它们的关系既不是法的关系,也不是道德关系。 各国家的权利在它们个别的意

志中有其现实性,而每个国家的利益就是它自己的最高法律。 道德与政治不成对比,因为国家是不受

平常道德律约束的。 因此,他不认为有解决国家之间纠纷的国际权威,只有战争才是解决国际争端的

最后法宝。 德意志民族之所以崇尚战争,原来黑格尔是教父。 “铁血宰相”俾斯麦以铁血战争统一普

鲁士、纳粹元首希特勒用战争毁灭德国,都可以说是遵从了黑格尔的战争理论。
中世纪以来的欧洲战争哲学观总体上对战争持肯定态度,尤其是 18 世纪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快

速扩张,战争有益论更是甚嚣尘上,直至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深重灾难,人们才开始反思战争。 英

国著名哲学家、数学家、文学家、历史学家罗素(1872—1970 年)是欧洲反战思想的代表人物。 鉴于两

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罗素强烈反对战后美国势力在世界的扩张,“他认为现在所谓之战争,乃根基

于一特殊之经济和社会系统,而这种‘特殊系统’就是资本主义体制。 于是罗素说当今世界之动乱,都
是由于‘美国资本主义用武力来保护其投资’” [7]431。 罗素不仅在理论上阐述他的反战思想,而且亲身

投入反战活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就因反战言行被投入监狱。 冷战时期,他和爱因斯坦联名发表

《罗素—爱因斯坦宣言》,反对核军备竞赛,呼吁世界和平。 罗素的反战思想极大影响了战后世界,直
至今日,他的反战思想依然放射光芒。

综上所述,中西战争哲学观异中有同,异大于同。 中国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战争观,对战争取审慎

态度,注重战争道德伦理,师出有名,战之有道,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为战争的最高境界;西方战争思

想比较博杂,早期的基督教战争思想倾向于“慎战”,中世纪后期好战思想逐渐抬头,18、19 世纪主张以

战争解决国家纷争的思想占了上风,直至 20 世纪下半叶,反战思想才逐渐有了市场,反对战争,维护和

平成为世界潮流。
(二)战争审美观

中西战争哲学观的差异势必影响东西方社会对战争的审美观照。 这种战争审美观最集中体现在

文学创作上。 神话作为各民族文学的源头,也是考察战争审美观最原始、富具感性和形象的生动素材。
在中西远古神话传说中,颂扬战争英雄是共同的母题。 在中国,黄帝和炎帝是华夏民族最初崇拜的战

争英雄。 传说中黄帝和炎帝是兄弟,后来炎帝被黄帝消灭了。 兄弟为什么发生内讧,是因为“炎帝无

道,黄帝伐之涿鹿之野,血流漂杵,诛炎帝而兼其地,天下乃治”(《新书·益壤》)。 其他有关黄帝和炎

帝战争的神话传说也多说黄帝是以“有道”伐“无道”,这提示人们一个重要的信息:华夏民族的战争英

雄一开始就是具有政治伦理道德色彩的人物,换言之,华夏民族对于自己的战争英雄自始就注重政治

道德标准。
崇力、崇智、崇德是英雄崇拜的三个具体方面,但是每一个民族基于各自的历史宗教文化传统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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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审美心理,对于英雄的崇拜可能各有不同的内容和标准,有的偏于崇力,有的偏于崇智,有的偏于崇

德。 比较中西战争神话就可以看出不同。 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是西方最著名的战争神话,
这部卷帙浩繁的战争史诗中所塑造的英雄与华夏战争神话中的英雄便迥然有异。

其一,在神的外在形象的构成上,华夏民族的战争英雄是人兽的“异体合构”。 传说黄帝为“人面

蛇身”的形象,炎帝是“人首牛身”,蚩尤是“人身牛蹄,四目六首”,其他如共工、相柳、窳、贰负、雷神、烛
龙等,或为“人面蛇身”,或为“龙身人头”,等等。 总之是“模糊人、神和禽兽的种类界限,以怪诞性或夸

张性的想象重新组合异物形态,在人、神、兽的形体错综组接的形式中,容纳了人性、神性和兽性的杂

糅” [8] 。 与华夏神灵的人兽杂糅的外形相比,古希腊俄林波斯众神和凡世的战争英雄无不个个相貌俊

美、仪表堂堂,具有突出的外表美。 众神不时下凡与人间的俊男靓女结合,生下了许多半人半神的后

代。 这些神的后裔、天之骄子不但集中了人类外貌美的诸多优点,而且个个是人间俊杰。
其二,在神的行动层面上,华夏战神们肩负着特别沉重的政治伦理道德义务,他们总是师出有名,

战之有道,决不会为争夺一个美女这样微不足道的情欲之事而大动干戈。 黄帝作为华夏民族的战争元

神,亦即第一位战争英雄,中国古代历史典籍并没有显现其个人有多么强大的武功或超人的勇力,而是

把他描绘成一个“养性爱民、不好战伐”、德行很高、慈眉善目的圣君形象。 倒是作为叛臣形象出现的

蚩尤,被写成一个十分骁勇善战但无恶不作的坏蛋。 由于道德上的缺陷,在华夏民族的英雄榜中没有

蚩尤的位置,最多称之为“兵主”。 孔子说“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论语·宪问》),蚩尤是也。
古希腊神话中的特洛伊战争,无论是战争的起因,还是战争的过程,或是战争英雄,都没有丝毫政

治道义的色彩。 《伊利亚特》全诗赞美的是生命、力量和勇气,而不是让人匍匐在某种先在的道德伦理

的约束下。 史诗在突出英雄们高贵的出身(神人结合的后裔)、俊美威武的外表美的同时,尤其不厌其

烦地描述英雄们过人的勇力和嗜战善战的本领。 如埃阿斯的战盾大得像一面围墙;而阿基琉斯“仅凭

一己之力,即可把它捅入栓孔”的插杠,却需要三个阿开亚人方能拴拢和拉开。 英雄们嗜战如命,“渴
望着”冲锋杀敌,品味着“战斗的喜悦”。 因为勇敢战斗是祖传的古训。 英雄们价值观的中心是个人的

荣誉和尊严,而不是什么政治道义和责任。 不管是什么人,只要他侵犯了自己的荣誉和尊严,英雄们便

决不罢休。 阿基琉斯被自己的上司、希腊联军统帅阿伽门农夺走了战利品———美丽的少女布里塞伊

斯,便愤而罢战,使联军遭受惨重伤亡,阿伽门农不得不拿出丰厚的偿礼,弥补过失,阿基琉斯才重回战

场。 凡世间的英雄们是如此崇尚个人的勇力和私利,俄林波斯山上的众神有过之而无不及。 “荷马史

诗里的众神,不是普渡众生的菩萨,也不是作为道德楷模的基督,亦不是作为凡人的精神寄托的穆罕默

德。 古希腊诗人以人的形象、性情、心态和行为方式为原型,创造或塑造了一个神的群体。 在荷马史诗

里,神们按人的心理动机思考和行动,有着人的七情六欲,沿用人的社群特点,人的交际模式。 神们分

享人的弱点和道德方面的不完善———神是不死的凡人” [8]前言。 宙斯之所以为众神之主,并不缘于其有

无超乎众神的高尚德行,而是凭借其无与伦比的神力。 他所管理的神界没有是非标准,一切凭兴之所

致,他只享受拨弄权术带来的愉悦,而不真正解决任何争端。 与之相比,东方汉民族的主神黄帝就太刻

板了:黄帝日夜操劳,既要以德服人,又要对付蚩尤们的反叛,以至一张脸不够用,要用四张脸,才能把

天下管理妥帖。
从以上东西方战神形象的比较中,我们不难得出如下结论:尚内质而轻外饰、重德行甚于重勇力、

以理制战,奠定了华夏民族英雄崇拜的基本标准。 而尚力轻德、嗜血好伐、崇尚个人自由,则成为古希

腊民族乃至西方世界判别英雄的标准。 “古希腊民族尚力导致了对战争作无理性节制的纯粹审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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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把战争审美推向极端。 汉民族尚德导致了具有道德理性节制的战争审美观照(审美的前提是对战

争首先进行道德‘过滤’),对战争进行有限的审美观照” [2]125。
由战争神话肇始的战争审美观照奠立了中西战争文学审美观的基础,沿着崇德和崇力两条不同发

展路径,中西战争文学呈现了不同的样态。 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开山之作、同时也是中国战争小说鸿

蒙开篇的《三国演义》,就鲜明、形象地演绎了崇德、崇智的战争审美观。 中国古代的战争无非王朝争

战、抗御外敌、剿寇平暴这三大类型。 由于中国古代战争小说的叙角多为高视点,即把视点聚焦在帝王

将相等高层人物身上,使人感觉战争是统治者的事,与平民百姓无关。 因此所颂扬的战争英雄无一不

是那些帝王将相,他们的美德归结为一句话就是,为君者要以“民为邦本”,为臣者须“忠君报国”。 《三
国演义》所塑造的战争英雄的代表人物是刘备、关羽、张飞、诸葛亮、赵云、黄忠等,而奸佞之徒是曹操、
吕布、董卓等,小说基本是以他们道德水准的高下来论英雄的。 刘备作为帝王英雄的代表,其英雄品质

突出表现在保民而王、宽厚仁德上,他具备了儒家伦理道德标准所要求的贤明君主的几乎全部美德:对
百姓,他有一颗仁爱之心,即使身处危境,也要与民共患难;对部属,他讲求人格平等,充分信任,关爱有

加;对友人,他讲信义,不贪不暴,礼贤下士。 而关羽被誉为“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固然与他神乎

其神的第一流的武功有关,但其中最重要的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文学家套在他头上的眩目的道德光环,
就是他那以“义”为上的道德风范。 同样,诸葛亮被誉为“古今来贤相中第一奇人”,除了以他的绝伦智

慧为蜀汉事业作出卓绝贡献外,更在于他为刘备的“三顾茅庐”所感,而对刘备的无限和绝对的忠诚。
相反,吕布是《三国演义》中武艺最高强的人,却也是一个最没有道德信义的人,他先是拜荆州刺史丁

原为义父,可是董卓的一匹赤兔马和若干金珠、玉带就把他收买了,于是,吕布翻脸不认人杀了丁原转

而拜董卓为义父。 司徒王允巧用一个连环计,又让“好色之徒”吕布为一个绝色美女而把“义父”董卓

杀了。 吕布是“勇而无谋,见利忘义”的小人的典型,遭到了人们的唾弃。 沿着《三国演义》所奠立的道

德标准,明清之际的许多战争小说,如《说岳全传》《杨家将演义》《说唐全传》《说呼全传》等都将忠君

爱国树为英雄的道德标准。 直至 20 世纪 50、60 年代的当代战争小说,典范的英雄人物无一不是道德

的至高至纯者。
西方的战争文学总体上是以崇尚个人自由、实现政治目标为鹄的。 古希腊城邦之战是侵略与反侵

略、奴役与反奴役的战争,亚该亚人、多利亚人先后入侵希腊半岛。 在这弱肉强食的战争中,推动文明

发展的是血与火的暴力,而不是脉脉的道德温情,因此崇尚暴力、摆脱奴役、追求自由是从古希腊开始

的西方社会的战争传统,也成为西方战争文学的总主题。 在英雄人物形象塑造上,俊美的外表、发达的

肌肉、孔武有力的臂膀是古希腊英雄的标配,我们在古希腊罗马的雕塑作品中也处处可以看到他们的

身影。 崇力甚于崇德、崇暴甚于崇智让从《伊利亚特》开始的西方战争文学中,智慧型英雄的地位远不

及力量型英雄,至于道德型英雄几乎难觅其身影。 如在《伊利亚特》中,足智多谋的俄底修斯的地位就

远不及勇猛强悍的阿喀琉斯、赫克托耳。 而东方的《三国演义》恰恰相反,在蜀国,诸葛亮只是一名军

师,手无缚鸡之力,但胸有雄兵百万,其地位只在刘备之下,而居大将关羽、张飞之上,那些赳赳武夫无

一不对他言听计从。 诸葛亮的超群智慧使他成为蜀汉的灵魂人物。
在战争场面的描写上,西方的许多战争文学作品热衷于展示残暴和血腥,在《伊利亚特》中如下场

景比比皆是:
它(一块石子)把他的两条眉毛都打得粉碎,陷进骨头,两个眼珠掉到他的脚下的尘土里

乱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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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军终于接触了,盾牌、矛子和披甲战士们都冲突起来了。 那些盾牌的肚脐互相碰撞,
发出轰然巨响,临死者的尖叫混合着毁灭他们的人的大言,地上流着血,譬如冬天里两条泛

滥的山涧,从高处的大源泉出来,滚到一个深潭里去汇合,远处有个牧人站在山上听见它的

轰隆声。[9]75

眼珠掉到地上乱滚、临死者的尖叫、血流如泛滥的山涧……这些纤毫逼真的血腥场面和高度夸张

的战争修辞体现了古希腊诗人对于野蛮残忍的战场格杀的一种非道德意识的纯粹审美态度。 这在中

国古代战争文学作品中是不可想象的,无论是《山海经》《诗经》,还是汉唐边塞战争诗,抑或《三国演

义》等战争小说,涉及战争场景的描述多是粗线条泼墨写意式的,如《山海经》叙黄帝与蚩尤大战:“蚩
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 应龙蓄水。 蚩尤请风伯、雨师,从大风雨。 黄帝乃下天女

曰魃,雨止,遂杀蚩尤。”完全是一种写意式的宏观场景的叙述。
不受伦理道德制约的尚武精神强化了西方战争文学的非理性,典型的如古代日尔曼民族史诗《尼

伯龙根之歌》,史诗所描述的是一个崇尚暴力、充满尔虞我诈、血流成河的非理性的英雄式的神秘世界。
史诗中的每一个英雄都不得善终,他们相互欺骗、冤冤相报,最后在一场自我毁灭的狂乱中化为烈焰,
同归于尽。 一千一百多年后,日尔曼民族的子孙继承了先辈的血腥和暴虐,纳粹头目希特勒在灭亡的

最后时刻,下令毁灭德国所有的工业、军事、交通、运输设备,他自己也在柏林地下室中自杀化为灰烬,
重演了古代日耳曼人的自我毁灭方式。

战争与死亡总是相伴相随的孪生兄弟,悲剧也就成为了战争文学的重要主题之一。 但中西战争文

学对于死亡的态度却判然有别,汉民族对于战争的悲剧多从伦理道德的角度作美的升华,《三国演义》
中的众多英雄都以悲剧结局,“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他们的超凡武功和过人智慧固然

受人尊崇,但严守儒家伦理道德才是他们成为盖世英雄的深层原因。 诸葛亮对于蜀汉的无限忠诚、关
羽和张飞的仁德义勇,使他们垂范后世,受到世代敬仰。 “在一个充满伦理主义精神的国度里,赫赫武

功、军人的卓越战绩并不是主要的,‘不以成败论英雄’这句格言具有意味深长的文化内涵,儒文化伦

理意识仅仅关注的是战争过程中人的精神升华。 换言之,汉民族传统的悲剧意识和崇高意识的落点并

不在战争的结果上,而在于整个精神痛苦而非凡的超越过程上” [2]117。 西方文学对于战争的悲剧叙写

大都将道德因素剥离,而突出悲剧本身造成的精神和肉体伤害。 17 世纪西班牙著名作家塞万提斯的

长篇小说《堂·吉诃德》塑造了一个沉迷于骑士文学、将幻想当作现实,从而做出种种荒唐可笑的所谓

骑士英雄行为的典型人物。 从表面看,《堂·吉诃德》是充满道德精神的。 堂·吉诃德游走天下,铲除

不公,匡扶正义,是为了实现他所理想的道德原则。 然而,这一切却是建立在过时和虚幻的非现实基础

上的,他用骑士的道德行之于当世,就是用昨天的思维做今天的事,用今天的头脑做明天的事,其结果

必然是悲剧性的。 塞万提斯通过堂·吉诃德荒诞不经的道德行为,嘲讽骑士道德的没落和荒唐,实际

上解构了骑士道德。 19 世纪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名著《战争与和平》描写俄国人民反抗拿

破仑的侵略战争,但作家既歌颂战争,又反对战争,凸显战争给俄国普通民众造成的巨大悲剧,充满了

作家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思想和博爱精神。 直至 20 世纪上半叶的第一、二次世界大战给欧洲和整个

世界造成巨大的人道灾难,西方战争文学才开始彻底摈弃崇尚暴力的传统,对战争进行了深刻反思,欧
美与苏联都出现了反战文学思潮,由此开始,西方对战争悲剧的思考超越了功利主义的现实层面,进入

了人道主义和人性的深层。 德国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凯旋门》、雷恩的《战争》,法国巴比塞的《火
线》,美国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丧钟为谁而鸣》,苏联肖霍洛夫的《一个人的遭遇》、瓦西里耶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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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著名战争小说,都融汇了作者对战争与道德政治、战争与人道主义、战争与人

性、战争与爱情的深刻思考。

三、结语

中西战争传统与战争观念对于各自战争文学创作产生深刻的影响。 从 20 世纪中国反侵略战争小

说创作来看,这种影响至少体现在以下两方面:其一,从创作主题看,20 世纪中国反侵略战争小说体现

了反殖民反侵略的鲜明主题。 如前所述,特殊的地理环境、传统的农耕社会铸就了汉民族求稳定、尚和

平的民族心态,我们的民族很少主动发动向外扩张的战争,而多是疲于应付外敌的入侵,因此中国古代

战争文学,无论诗歌、散文,还是小说,很少颂扬那些无限扩张独霸天下的野心勃勃的人物,而更多歌颂

的是抗御外敌入侵、保家卫国的民族英雄,谴责背叛国家和民族利益、屈膝投降的民族败类。 20 世纪

上半叶中国面对的最大外敌是东邻岛国日本军国主义者的野蛮入侵,因此,在 20 世纪中国反侵略战争

小说中,以抗日为题材,追求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小说创作占据了绝对主流。 其二,从审美取向看,主
张以德服人、化干戈为玉帛、不战而屈人之兵等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和中国古代兵家学说对 20 世纪中国

反侵略战争小说的审美取向产生极大影响。 不嗜杀戮,不渲染血腥,不刻意制造仇恨,恪守中国传统伦

理道德,注重提高阶级意识,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等构成了 20 世纪中国反侵略战争小说的审美主调。 然

而,也由于过分强调战争的道德层面的审美取向,1949 年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战争小说热衷于

颂扬战争英雄,沉浸于战场上你死我活的战争叙事,却极少思考战争反人性的一面,更没有出现超越战

争的现实功利进行人道主义深度思考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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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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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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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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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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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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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llow
 

River
 

Basin 
 

have
 

been
 

content
 

with
 

farming
 

life
 

since
 

ancient
 

times 
 

seeking
 

stability
 

and
 

security
 

without
 

fighting 
 

creating
 

a
 

military
 

tradition
 

based
 

on
 

defensiveness 
 

while
 

the
 

vastness
 

of
 

the
 

grasslands 
 

the
 

sinister
 

and
 

ruthless
 

of
 

the
 

forests 
 

and
 

the
 

vastness
 

of
 

the
 

ocean
 

have
 

created
 

the
 

law
 

of
 

the
 

jungle
 

advocated
 

by
 

many
 

European
 

nations 
 

giving
 

them
 

a
 

strong
 

desire
 

to
 

expand
 

outward.
 

In
 

terms
 

of
 

politics 
 

Chinese
 

ancestors
 

assimilated
 

the
 

surrounding
 

ethnic
 

minorities
 

with
 

the
 

precocious
 

political
 

system
 

and
 

advanced
 

culture
 

of
 

the
 

Han
 

nationality
 

in
 

the
 

war
 

of
 

national
 

integration 
 

instead
 

of
 

actively
 

launching
 

the
 

war
 

of
 

invading
 

foreign
 

nationalities 
 

while
 

the
 

political
 

territory
 

of
 

Europe
 

has
 

changed
 

dramatically.
 

Its
 

more
 

than
 

3000
 

years
 

of
 

war
 

history
 

is
 

not
 

only
 

a
 

history
 

of
 

the
 

law
 

of
 

the
 

jungle
 

and
 

the
 

struggle
 

for
 

hegemony 
 

but
 

also
 

a
 

history
 

of
 

cultural
 

integration
 

and
 

promotion
 

of
 

civilization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ligious
 

belief 
 

China
 

has
 

been
 

a
 

unified
 

society
 

under
 

the
 

autocratic
 

rule
 

of
 

feudal
 

emperors
 

in
 

all
 

dynasties 
 

with
 

the
 

separation
 

of
 

politics
 

and
 

religion 
 

and
 

religion
 

cannot
 

intervene
 

in
 

politics.
 

Therefore 
 

there
 

has
 

been
 

no
 

large-scale
 

religious
 

war
 

in
 

Chinese
 

history 
 

while
 

the
 

religious
 

forces
 

in
 

Europe
 

are
 

very
 

strong 
 

and
 

they
 

can
 

even
 

launch
 

war
 

through
 

the
 

national
 

power 
 

the
 

Nine
 

Crusades
 

launched
 

by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which
 

lasted
 

for
 

two
 

hundred
 

years
 

highlighted
 

the
 

great
 

influence
 

of
 

religion
 

on
 

European
 

politics.
 

In
 

the
 

view
 

of
 

war
 

philosophy 
 

the
 

Confucian
 

view
 

of
 

war
 

represented
 

by
 

Confucius
 

and
 

Mencius
 

in
 

China
 

takes
 

a
 

cautious
 

attitude
 

towards
 

war 
 

pays
 

attention
 

to
 

war
 

morality
 

and
 

ethics 
 

considers
 

that
 

there
 

should
 

be
 

a
 

right
 

reason
 

for
 

waging
 

a
 

war
 

which
 

also
 

must
 

follow
 

certain
 

rules 
 

and
 

takes
 

subduing
 

the
 

enemy
 

without
 

war 
 

as
 

the
 

highest
 

state
 

of
 

war.
 

The
 

Western
 

war
 

thought
 

is
 

relatively
 

complex.
 

The
 

early
 

Christian
 

war
 

thought
 

tends
 

to
 

be
 

cautious
 

about
 

war .
 

The
 

bellicose
 

thought
 

gradually
 

rises
 

in
 

the
 

late
 

Middle
 

Ages.
 

The
 

idea
 

of
 

solving
 

national
 

disputes
 

by
 

war
 

prevailed
 

in
 

the
 

18th
 

and
 

19th
 

centuries.
 

It
 

was
 

not
 

until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that
 

the
 

anti-war
 

thought
 

gradually
 

gained
 

a
 

marke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war
 

views
 

are
 

reflected
 

in
 

two
 

different
 

development
 

paths
 

of
 

advocating
 

virtue
 

and
 

force
 

in
 

war
 

aesthetics 
 

and
 

have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cre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war
 

literature.
 

Putting
 

morality
 

first 
 

emphasizing
 

faith
 

and
 

righteousness 
 

and
 

paying
 

attention
 

to
 

human
 

ethics
 

have
 

created
 

the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advocating
 

moral
 

heroes
 

in
 

Chinese
 

war
 

literature 
 

meanwhile 
 

the
 

martial
 

spirit
 

which
 

is
 

not
 

constrained
 

by
 

ethics
 

and
 

morality
 

has
 

continuously
 

strengthened
 

the
 

irrationality
 

of
 

Western
 

war
 

literature
 

until
 

the
 

outbreak
 

of
 

World
 

Wars
 

I
 

and
 

II
 

which
 

caused
 

great
 

disasters
 

for
 

mankind.
 

After
 

the
 

wars 
 

the
 

West
 

began
 

to
 

reflect
 

on
 

the
 

war
 

beyond
 

the
 

utilitarian
 

level 
 

setting
 

off
 

a
 

creative
 

upsurge
 

of
 

humanitarian
 

anti-war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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